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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可以有效解决碳泄漏和竞争力问题吗?*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分析
杨 曦 彭水军
内容提要:本文在 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研究南北国家不对称减
排引致的“碳泄漏”和竞争力损失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以
及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改善的贸易、气候及福利效应。本文发现:(1)不对称减排导致了
碳泄漏，但是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力不会下降反而上升，表现为该国出口临界生产率的下
降以及出口企业数目和收益占比的增加; (2)征收碳关税不仅同时降低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还提高了碳泄漏率和各国的碳排放量，不利于贸易自由化和气候
保护;(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既降低了碳泄漏率，又减少了各国碳排放量，同时，发达
国家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下降且贸易竞争力上升，而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上
升;(4)单边碳关税同时恶化了各国福利，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则使得各国福利均上
升。因此相比较碳关税政策而言，发达国家更有必要通过技术转让或援助等手段，帮助发
展中国家改善减排技术，从而能够实现双倍红利效果———改善经济福利和减少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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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京都议定书》不同，《巴黎协定》搁置了各国自主贡献预案的减排力度不足和发达国家气候资助资金不到位等争议，
在各国核心矛盾上做出了妥协，并基于各国自愿机制，对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做出了新的安排。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
排目标和资金援助等细节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同时，各国 2015 年提交的自主贡献预案并不能如期实现《巴黎协定》的全球减排
目标，按照上述预案，2025 年和 2030 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依然高于协定计划目标的 19%和 35%(UNFCCC，2015)。
一、引 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协定》都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的原则，在该原则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各自的权利和能力相适应的排放责任和减
排行动。其中，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开展绝对量化减排，并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资金援助和技
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则根据自身国情和能力进行减排，并逐步提高减排力度。①这种不对称的减排
方案可能引发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碳泄漏”问题，即发达国家(减排力度较强)的减排行动
导致发展中国家(未参与减排或减排力度较弱)的碳排放量增加。碳泄漏削弱了发达国家减排政
策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碳排放的上升;第二个是竞争力问题，即减排力度较强国家的能源密集
型产业会因为更高的减排成本而面临贸易竞争力的下降。碳泄漏和竞争力假说在发达国家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往往成为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量化减排，或者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
重要借口。为了减轻减排所带来的碳泄漏以及保护本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就业，发达国家的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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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政府提出，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也称“碳边境调节税”。①
近年来，大量的经验研究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欧盟碳排
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或其他不对称减排措施可能产生的碳泄漏进行模拟评估。这些研究主要考察
不对称减排通过能源价格变动或碳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所导致的泄漏问题，而碳密集型化石能源、
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是碳泄漏的重要媒介(Babiker，2005)。综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文献，碳泄漏率的估值一般在 2%—30%之间(Burniaux ＆ Martins，2012;Branger ＆ Quirion，2014;
彭水军和张文城，2016)。这些文献的 CGE模型主要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
如果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企业异质性，那么泄漏率会更高。Babiker(2005)基于产品异质性
和寡头垄断市场的分析发现，企业间的策略竞争行为会导致碳泄漏率上升至 100%以上。Balistreri
＆ Ｒutherford(2012)的分析则表明，存在企业异质性时，非减排国的出口进一步增加，减排国的出口
进一步减少，因此企业异质性通过放大不对称减排对各国贸易的影响，产生了更高的碳泄漏。
现有文献对碳关税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碳关税对于解决竞争力损失和碳泄
漏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二是碳关税在 WTO 框架下的合法性问题。② Babiker ＆ Ｒutherford
(2005)基于 CGE模型比较了免除减排要求、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碳关税等政策措施对提升减排国
家贸易竞争力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碳关税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其能通过国际贸易在较大程度上将
实施气候政策的成本转嫁给非减排国家。Fischer ＆ Fox(2012)通过测算碳泄漏率的变动支持了碳
关税的有效性。Bhringer et al．(2016)基于气候政策博弈的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的威胁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强化国内碳减排，由此降低全球实现碳减排目标所需承担的福利成本。与之不
同，Larch ＆ Wanner(2015)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数值模拟却显示，碳关税降低了各国福利，并且发
展中国家的福利损失更大。此外，不少基于 CGE模型的经验研究也发现，征收碳税、能源税或者实
施国内排放权交易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其实很小(World Bank，2008;Aldy ＆ Pizer，2015) ，而征收
碳关税也并非解决竞争力损失或碳泄漏的有效手段(Bhringer et al．，2012;Branger ＆ Quirion，
2014;林伯强和李爱军，2012;张友国等，2015)。Bhringer et al．(2015)基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分
析表明，碳关税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取决于一国中间产品进口的碳排放和产品出口比例，当进口中
间品的碳排放更高或者产品出口比例更大时，碳关税会恶化不对称减排对贸易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同时，Bhringer et al．(2016)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1995—2007 年的分析表明，虽然全球贸易的
隐含碳排放逐年上升，但是碳关税降低碳泄漏率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增强。总体来看，现有文献针对
碳关税是否有助于解决碳泄漏和贸易竞争力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有必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基于 CGE模型来模拟评估碳泄漏的程度以及征收碳关税对经
济和碳排放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存在模型的“黑箱”(Krishna，2010)。近年来，也有一些学
者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来探讨碳泄漏的发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Copeland ＆ Taylor，2005;Elliott et
al．，2010)。Keen ＆ Kotsogiannis (2014)探讨了单边减排背景下碳关税政策的帕累托效率特征。上
述研究均基于新古典贸易框架，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和同质企业。但是，Babiker(2005)以及
Balistreri ＆ Ｒutherford(2012)等的研究却提醒我们，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产品和企业异质性
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突破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在 Melitz(2003)的异
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框架下引入南北国家不对称减排政策，研究其所引起的碳泄漏和竞争力问题，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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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明确将“碳关税”纳入排污权交易制度，将在 2020 年开始实施此
项政策。2012 年 1 月，欧盟率先对航空业征收“碳关税”，引起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抗议。
相关文献中，关于碳关税是否与 WTO规则兼容的争议包括 Ismer ＆ Neuhoff(2007)、Quick(2008)、Nielsen(2010)和Weber
(2015)等。
此基础上，分别讨论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以及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改善的贸易、气候和福利效应。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突破完全竞争和同质企业的假设，本
文基于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刻画了如下事实:一是企业生产率与单位产出的碳排
放强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Cui et al．，2015;Cao et al．，2016;Holladay，2016) ;①二是由于企业出口
存在固定成本，一国出口竞争力更高时，该国企业出口利润相对于出口固定成本更高，出口所需临
界生产率更低(Melitz ＆ Ｒedding，2014) ，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对称减排背景下碳泄漏的形成机理以
及贸易竞争力效应，厘清了碳关税及相关气候政策影响碳排放、贸易及福利变动的微观机制。第
二，不同于忽视企业异质性的现有理论与经验研究，本文的分析在贸易竞争力及碳排放决定因素等
方面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由于贸易及气候政策会使得资源在异质性企业间重新配置(Melitz，
2003;Balistreri ＆ Ｒutherford，2012) ，一国贸易竞争力和碳排放的变动将受到行业生产率内生调整
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理论分析及政策模拟均表明，碳关税政策不仅同时降低了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和消费者福利，而且还会导致各国的碳排放量增加，使得碳泄漏率进
一步上升，不利于全球减排的实现;相反，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的改善不仅有助于减弱不对称减排
所引起的碳泄漏问题，同时提升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还会使得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提高。
二、基本模型设定
(一)消费者行为
假设两个国家，分别由 i或者 j标记(i，j = 1，2)。国家 j 人口总数为 Lj，每人提供一单位劳动，
工资率为 wj。个人福利 Vj 由产品消费效用 Uj 和碳排放影响 Dj 之差表示。Uj 为 CES 效用函数
Uj =(∫ ω∈Ωj(m(ω) )
ρdω)1 /ρ，0 ＜ ρ ＜ 1，Ω j为国家 j 的消费产品集，m(ω)为个人对产品 ω 的消费数
量，产品替代弹性由 σ≡1 /(1 － ρ)＞ 1 表示。碳排放的影响由 Dj = β(Ej + Ei)ψ /ψ(j≠i)表示，其
中 β ＞ 0，ψ≥1，Ej 为国家 j的碳排放量，参数 0≤≤1 代表外国碳排放对本国的影响。定义 pij(ω)
为 i国产品 ω销售到 j国时消费者的支付价格，qij(ω)表示 j国对 i国产品 ω的市场需求量。基于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qij(ω)= pij(ω)
－ σXjPσ
－ 1
j 成立，其中 Xj 为国家 j 的总支出，价格指数 Pj 表示为
Pj =(∫ ω∈Ω j p(ω)
1 － σdω)1 /(1 － σ)。
(二)生产者行为
产品生产集中在制造业，该行业存在垄断竞争。每个企业使用劳动力生产一种异质性产品 ω。
参照 Melitz(2003) ，假设所有企业事先相同，在雇佣 fe 单位劳动力进入行业之后，才能知道自身生
产率 φ，且 φ 基于分布函数 Gi(φ)随机获得。企业观察到自身生产率之后，选择是否退出或者生
产，同时选择是否出口。如选择生产或者出口，企业面临如下成本:首先，其由 i国销售到 j国时，面
临 fij单位的固定投入。若 i = j，企业在本国销售，标记为 fii = fd。若 i≠j，企业出口产品，此时标记为
fij = fx。其次，若产量为 x单位，企业生产面临两部分的可变成本:第一，每单位产量的生产本身需
投入 1 /φ单位劳动力，生产率越高，单位劳动力投入越低。第二，i 国政府可能会对本国企业碳排
放实施管制或征收相应碳税。企业每单位产出的额外成本由 ζi /φ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表示。若ζi =
0，i国不存在减排管制或者碳税。若 ζi ＞ 0，i 国企业面临环境管制成本，且 ζi 越大时，环境管制越
严格，企业成本越高。定义 xij为 i国生产率 φ的企业销售到 j国时的产量，生产成本表示为 TCij(xij
(φ) )= wi(fij + κi xij(φ)/φ) ，产量 xij为生产率 φ 的函数，κi = 1 + ζi≥1 上升时，i 国碳税税率更高。
给定市场需求量 qij(φ) ，xij(φ)= τij qij(φ)成立，其中 τij为 i 国企业销售到 j 国时的可变贸易成本:
26
杨 曦、彭水军:碳关税可以有效解决碳泄漏和竞争力问题吗?
① Cui et al．(2015)和 Holladay(2016)针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分别进行了研究。Cao et al．(2016)使用 2005—2009 年中国制造
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企业生产率与单位产出的能源使用量之间显著负相关，出口企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更低。
为运抵一单位产品到 j国，i国企业需生产 τij单位产出。若 i = j，令 τii = 1 即本国销售不存在可变贸
易成本。若 i≠j，令 τij = τ ＞ 1，此时企业出口到国外时存在可变贸易成本。
企业利润最大化定价为 pij(φ)= τijwiκi /(ρφ) ，收益 rij(φ) =(wiκiτij /ρ)
1 － σφσ － 1XjPσ
－ 1
j 和利润
πij(φ)= rij(φ)/σ － wifij为 φ 的增函数。由于存在固定成本 wifij，当且仅当生产率 φ 高于临界值
φ*ij 时，i国企业才会选择将产品销售到 j国。临界生产率为 φ
*
ij 企业的收益满足 rij(φ
*
ij )= σwifij，因
此(φ*ij )σ
－ 1 = σwifij /( (wiκiτij /ρ)
1 － σXjPσ
－ 1
j )成立。由于面临相同的支出 Xj 和价格指数 Pj，j 国国
内临界生产率 φ*jj 和 i 国出口到 j 国的临界生产率 φ
*
ij 的关系为:φ
*
ij /φ
*
jj = τ(fx / fd)
1 /(σ － 1)wiκi /
(wjκ j)。假设 φ
*
ij ＞ φ
*
ii (j≠i)即出口临界生产率更高，此时存在如下自我选择机制:若 φ ＜ φ
*
ii ，企业
退出市场;若 φ*ii ≤φ ＜ φ
*
ij (j≠i) ，企业只在国内销售;若 φ≥φ
*
ij (j≠i) ，企业同时出口产品。定义事
后生产率分布为 μij(φ)= gi(φ)/(1 － Gi(φ
*
ij ) ) (φ≥φ
*
ij ) ，其中 gi(φ)为 i 国生产率的概率密度函
数，1 － G(φ*ij )为企业从 i国销售到 j国的概率。定义 M
e
i 为 i国的进入企业数，则该国的生产企业
数为 Mi = M
e
i(1 － Gi(φ
*
ii ) ) ，该国销售到 j 国的企业数为 Mij = M
e
i(1 － Gi(φ
*
ij ) )。参照 Melitz
(2003) ，标记 i国企业销售到 j国时的加权平均生产率为 珔φij =(∫ ∞φ*ij φ
σ － 1μij(φ)dφ)
1 /(σ － 1)，同时将目
的地市场 j国的价格指数表示为 Pj =(∑iMij ∫ ∞φ*ij (pij(φ) )
1 － σμij(φ)dφ)
1 /(1 － σ)。
(三)长期均衡
长期均衡时，以下条件成立:首先，行业零利润:给定成功进入的概率 1 － Gi(φ
*
ii )、生产企业预
期净利润珚πi 和进入成本 wife，(1 － Gi(φ
*
ii ) )珚πi = wife 需成立;其次，劳动力市场出清:进入企业及生
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总和等于劳动力供给。给定 i 国进入企业数 Mei、生产企业数 Mi = M
e
i(1 － Gi
(φ*ii ) )、生产企业的平均劳动力需求 i，则等式 Li = M
e
i fe + Mii 需成立;再次，贸易平衡:两国总出
口额一致。定义 Ｒij为 i国对 j国的总出口(j≠i) ，珋rij为出口企业的平均收益，则 Ｒij = Mij珋rij及 Mij珋rij =
Mji珋rji成立，其中 Mij = M
e
i(1 － Gi(φ
*
ij ) ) (j≠i)为出口企业数。参照现有文献，假设企业生产率服从
Pareto分布:Gi(φ) = Pr(φ≤x) = 1 － x
－ θbθi，分布参数 θ满足 θ ＞ 1 和 θ ＞ σ － 1，θ越小时，企业异
质性程度越高。Gi(φ)在国家间的差异由下确界 bi≥1 反映:bi 上升时，i国进入企业的最低生产率
更高。本文假设 b1 ＞ b2，即国家 1 生产技术相对更先进。
为了求解均衡变量{φ*ij ，wi}的表达式，将国家 2 的工资标准化为 1(w2 = 1) ，将 w1 表示为国家
1 的相对工资。进一步地，本文分别从生产侧和消费侧分析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首先，标记
αij = Ｒij /Ｒi，为(生产侧)i国企业总收益 Ｒi 中销往 j 国的收益占比、αi = Ｒii /Ｒi(0 ＜ αi≤1)为 i 国企
业总收益中本国市场的收益占比，封闭经济时 αi = 1，αi 越低时，国外市场对于本国企业来说更为
开放。通过替换收益的表达式，αij与 i国出口到 j国的临界生产率 φ
*
ij 反向变动，具体表示为:
αij =
(φ*ij )
－θ fij
∑ j(φ*ij )－θ fij
(1)
其次，标记 λ ij = Xij /Xj 为(消费侧)j国总支出 Xj 中用于 i国产品的支出比例、λ j = Xjj /Xj 为 j国消费
者对本国产品的支出比例，其中 0 ＜ λ j≤1，封闭经济时 λ j = 1，λ j 越低时，本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通过替换支出的表达式，我们得到:
λ ij =
Libθi(wiκiτij)
－θ(fij)
－1 /η
∑
i
Libθi(wiκiτij)
－θ(fij)
－1 /η
(2)
其中，η =(σ － 1)/(θ － σ + 1)＞ 0。其他因素不变时，若出口国 i相对工资 wi、碳税成本 κi、与进口
国 j的贸易成本 τij越高，则 λ ij越低。由于贸易开放通过影响国内外产品的支出结构改变消费者福
利，j国的产品消费效用 Uj 满足 Uj∝(λ jj)
－ 1 /θ，消费多样化(λ jj降低)带来福利的改善随入 jj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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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北国家不对称减排的政策效应
假设国家 1 为发达国家，其受到国际气候协议(如《京都议定书》或《巴黎协定》)的约束，承担
主要减排责任，对本国企业碳排放的管制更为严格。国家 2 为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减排责任相对较
小(或未参与减排) ，针对本国企业碳排放的管制相比国家 1 更为宽松。对于任意变量 x，定义 x^ =
dlogx = dx /x为 x变动的百分比。为了简化分析，本文首先设定两国均不减排(κ1 = 1、κ2 = 1)为理
论模型的基准情形，其次引入不对称减排情形:假设国家 1 碳减排管制增强(^κ1 ＞ 0) ，国家 2 保持
κ2 = 1 不变(^κ2 = 0)。①
(一)临界生产率及工资率变动
国家 1国内临界生产率的变动为 φ^*11 = κ^1 + w^1 /ρ － X^1 /(σ －1)－ P^1，等式右侧第一项反映了 κ1 变
动对 φ*11的直接影响，其他项说明，国家 1工资率 w1 更高、总支出 X1 更少或者价格指数 P1 更低时，φ
*
11
均上升。出口临界生产率的变动根据零利润条件得到:^φ*12 = － α1 φ^
*
11，其中α1≡α1 /(1 － α1)＞0。除了
临界生产率调整外，κ1 变动还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影响本国生产企业数目。进入者数 M
e
1
固定不变，^M1 = － θφ^
*
11成立。因此，若 κ1 上升提高了 φ
*
11，则国家 1 进入企业的生存概率更低，本国
生产企业数下降。κ1 变动也会通过产品贸易对国家 2 产生影响。国家 2 出口临界生产率 φ
*
21的变
动为 φ^*21 = φ^
*
12 － w^1 /θ。若 φ
*
12上升、国家 1 相对工资下降时，国家 1 的出口总量减少。对应于贸易
平衡，国家 2的出口临界生产率 φ*21更高，出口企业数减少。对应于 φ
*
21的调整，国家 2 国内临界生产
率的变动为 φ^*22 = － φ^
*
21 /珔α2，其中珔α2≡α2 /(1 － α2)＞0，生产企业数 M2 的变动由 M^2 = － θφ^
*
22表示。
接下来分析价格指数和支出的变动。首先，国家 1 国内产品价格指数 P11取决于生产企业数
M1、平均价格 珋p11 = w1κ1 /(ρ珔φ11)以及平均生产率珔φ11 =(1 + η)
1 /(1 － σ)φ*11，由此可得 P11变动的表达式
P^11。其次，国家 1 价格指数 P1 的变动率由 P^1 = P^11 － λ^11 /(1 － σ)表示，其中 λ^11代表本国国内支出
占比的调整。再次，国家 1 总支出变动 X^1 为按支出比例 λ i1加权平均的支出变动之和:^X1 =∑
2
i = 1
λ i1(^Mi1 + w^i) ，其中国家 1 对 i国产品的支出变动与 i国对国家 1 的销售收益变动一致，后者则与 i
国销售到国家 1 的企业数变动 M^i1和该国工资变动 w^i 相关。类似得到国家 2 国内产品价格指数变
动 P^22、价格指数变动 P^2 和总支出变动 X^2 的表达式。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 1的工资变动为 w^1 = θ(1 －σ) (^κ1 － φ^
*
21 /α2)/ν，其中 ν = σθ － σ + 1 ＞ 0，因此
w1 与 κ1 反向变动、与 φ
*
21正向变动。计算结果最终表明 φ^
*
21 = ψ1 κ^1 ＞ 0，其中 ψ1 = σ(σ － 1)/(α1ξ)＞
0，ξ =(σ(σ －1)+ νυ)/(α1α2)＞0，υ = α1σ + α2(α1 + σ(1 － α1) )＞0。因此，κ1 上升使得国家 2 出口
预期利润下降，最终导致 φ*21上升、φ
*
22下降，国家 2生产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数目占比 m21 =(φ
*
21 /φ
*
22)
－ θ
也会减少。替换 φ^*21后，κ1 变动对国家 1相对工资的净效应为 w^1 = κ^1θ(1 － σ)υ /(ξα1α2)＜ 0，此时国
家 1碳税增加提高了生产成本，本国劳动力需求减少，相对工资下降。对应地，临界生产率的调整为
φ^*11 = κ^1(σ －1) (1 － α1) (α2 +σ(1 － α2) )/(α1α2ξ)＞0 和 φ
*
12 = －珔α1 φ^
*
11 ＜ 0。相对工资的下降降低了
国家 1 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提高了出口预期利润。长期均衡时，国内销售预期利润下降，国内临界
生产率上升。对应于临界生产率的调整，^M1 ＜ 0、^M2 ＞ 0 成立。国家 1 碳排放管制的加强，使得本国
碳排放企业数减少，外国碳排放企业数增加，原因是存在产品贸易所对应的资源重置效应。
(二)贸易及福利效应
首先，分析各国销售中本国市场比例 αi 的变动。α^i = － θφ^
*
ii 成立，因此随着 κ1 上升，^φ
*
11 ＞ 0 和
φ^*22 ＜ 0 降低了国家 1 产值中用于本国市场的比例 α1，提高了国家 2 产值中用于本国市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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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影响贸易和碳排放的关键变量是国家间减排管制的相对差异。κ1 /κ2 ＞ 1 时，发达国家承担主要减排责任。
α2。虽然本国企业数目 M1 降低，但是出口企业数目及其收益占比均上升。此时，碳排放管制的加
强并没有削弱国家 1 总产值中的出口份额。相反，由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选择机制，出口企业收益
占比增加，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生产的临界生产率。与之不同的是，虽然国家 2 企业数目 M2 因
国家 1 增强减排管制而上升，但是该国出口企业的数目及收益占比均下降。因此，从生产侧角度来
看，不对称减排并不会带来国家 2 贸易开放度的上升。相反，由于 κ1 上升降低了国家 1 的工资率
w1 和总支出 X1 = w1L1，国家 2 的企业面临更小的国外市场，出口收益下降通过 φ
*
21上升、φ
*
22下降形
成行业内的资源重置，同时伴随着出口收益在国家 2 总收益中的占比下降(^α2 ＜ 0)。与生产侧分
析类似，各国对本国产品的支出比例变动满足 λ^1 = κ^1σθ(1 － σ) (1 － λ1)/(α1α2ξ)＜ 0 和 λ^2 = κ^1σθ
(σ － 1) (1 － λ2)/(α1α2ξ)＞ 0。因此从消费侧来看，κ1 上升降低了国家 1 总支出中本国产品的支
出比例，本国市场更开放。相反，国家 2 消费中本国产品的支出比例上升，本国开放程度下降。
其次，分析消费福利 Ui 的变动。U1 变动的表达式为 U^1 = － κ^1 － λ^1 /θ = κ^1γ /(α1α2ξ)＜ 0，其中
γ = λ1(1 － σ)σ － νυ ＜ 0。等号右侧第一项表明，若不存在贸易渠道，κ1 上升提高了国家 1 的产品
价格，消费者福利降低;右侧第二项表明，存在产品贸易时，κ1 上升还提高了国家 1 的市场开放程
度，外国产品支出比例上升，消费者福利增加。整体来看，成本上升对国家 1 消费者福利的负面效
应占主导。国家 2 消费福利的变动为 U^2 = － λ^2 /θ ＜ 0，只取决于国内产品支出比例 λ2 的变动和参
数 θ ＞ 0。κ1 上升使得国家 2 市场开放程度降低(λ2 上升) ，由此导致消费福利的降低。
(三)碳排放变动
假设企业每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强度)为 1 /(φε)单位，其中 ε 为生产率变动对碳
排放强度的影响弹性。参照 Shapiro ＆ Walker(2015)的研究结论，假设 ε ＞ 1。企业生产率 φ 越高
时，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越少，出口企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也低于非出口企业。定义 e(φ)= x
(φ)/φε 为企业生产率为 φ、产出为 x(φ)时的碳排放量。国家 i 碳排放量为供给本国及外国市场
所产生的碳排放总和:Ei =∑jMij ∫ ∞φ*ij eij(φ)μij(φ)dφ。替换企业数 Mij及 eij(φ)表达式，Ei 表示为:
Ei =
(σ － 1)θ
θ － σ + ε
Mei bθi
κi ∑j fij(φ
*
ij )
1－ε－θ = (σ － 1)
2
σ(θ － σ + ε)
Li
fe
bθi
κi ∑j fij(φ
*
ij )
1－ε－θ (3)
定义 γij = Eij /Ei 为 i国总碳排放 Ei 中为了满足 j国市场销售所产生的碳排放占比，γi = 1 － γij(j≠
i)表示本国市场销售所对应的碳排放占比。通过替换 Eij和 Ei 表达式，γij = fij(φ
*
ij )
1 － ε － θ /(∑j fij
(φ*ij )
1 － ε － θ) ，因此 γij的变动(^γij)为不同临界生产率变动的加权平均。
现在分析各国碳排放的变动。E1 的变动为 E^1 = － κ^1 + φ^
*
11(1 － ε － θ) (γ1 － α1)/(1 － α1)＜ 0，
其中等号右侧第一项表示不存在企业异质性时，κ1 上升带来 E1 等比例的下降，第二和第三项表示
由于存在临界生产率调整(^φ*11 ＞ 0) ，E1 的变动方向还取决于 γ1 与 α1 的差异，其中 γ1 = 1 /(1 +
m1 － ε － θ12 (fx / fd) )、α1 = 1 /(1 +m
－ θ
12 (fx / fd) ) ，且 γ1 ＞ α1 在 ε ＞ 1 时始终成立。若企业排放强度相比生
产率变动更富有弹性(ε ＞ 1) ，则生产率下降时，碳排放强度上升更快，碳排放总量中满足国内需求
的占比 γ1 超过产值中用于国内销售的占比 α1。因此，存在企业异质性时，κ1 上升通过提高 φ
*
11进
一步降低了国家 1 的碳排放。E2 的变动表示为 E^2 = φ^
*
22(1 － ε － θ) (γ2 － α2)/(1 － α2)＞ 0，γ2 = 1 /
(1 +m1 － ε － θ21 (fx / fd) ) ，α2 = 1 /(1 + m
－ θ
21 (fx / fd) ) ，且 γ2 ＞ α2 在 ε ＞ 1 时始终成立。对 E2 的影响通过
φ*22变动实现:国家 2 的国内临界生产率上升，排放企业数 M2 增加，企业平均碳排放强度上升，因此
碳排放总量增加。综上，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不对称减排对国家 1(发达国家)及国家 2(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如下:
(a) (工资及贸易竞争力)国家 1 相对工资下降，贸易竞争力上升，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下降。
相反，国家 2 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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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贸易开放程度)国家 1 产出中用于国内市场销售的比例和消费中用于国内产品的支出比
例均下降，国家 2 产出中用于国内市场销售的比例和消费中用于国内产品的支出比例均上升。
(c) (产品消费福利)国家 1 和国家 2 的产品消费福利均下降。
(d) (碳排放及碳泄漏)国家 1 碳排放企业数和碳排放总量均减少。国家 2 碳排放企业数和碳
排放总量均增加，由此形成南北国家之间的碳泄漏。
由命题 1 我们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发达国家履行主要减排责任的行动并不会降低本国企业的
出口利润率，相反还提高了本国的出口竞争力。与基于比较优势及同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不同，存
在企业异质性时，一国贸易竞争力与该国出口临界生产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Melitz ＆ Ｒedding，
2014)。① 贸易竞争力上升时，出口利润相比较出口固定成本更高，此时，出口所需的最低生产率更
低。本文中，伴随着出口临界生产率的下降，国家 1 生产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数目和收益占比均上
升，因此，通过资源在异质性企业间的重置，国家 1 碳减排力度的加强实际上更有助于本国生产效
率更高、单位碳排放更低的企业进行生产和出口;相反，虽然国家 2 的企业数因国家 1 碳排放管制
的加强而上升，但是该国的出口临界生产率上升、出口企业的数目及收益占比均下降，该国的贸易
开放程度也会降低;其次，不对称减排政策导致了碳泄漏，其作用机制与贸易转移排放相关。由于
发达国家技术更先进，均衡时国内生产及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更高，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相对更
低。不对称减排下，国家 1 通过提高出口销售的比例，获得了更多的产品进口。此时，该国出口的
是碳排放强度更低的产品，进口的则是国家 2 碳排放强度相对更高的产品。由此虽然发达国家自
身生产排放下降，但是其通过进口获得了更多的碳消费。相反，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加，环境恶
化，福利下降，而这些新增的排放(即贸易转移排放)恰恰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由此造成两国
碳排放在生产侧及消费侧变动的差异;最后，从福利角度来看，结论(c)和(d)表明不对称减排政策的
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不利。贸易转移排放带来的环境恶化加剧了不对称减排政策对国家 2 消费福
利的负面影响。相反，国家 1虽然消费福利下降，但其环境问题的改善部分弥补了该国福利的降低。
四、单边碳关税的贸易效应和气候影响
本节讨论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气候和贸易影响。假设国家 1(发达国家)对从国家 2(发展
中国家)进口的产品单边征收碳关税。定义珋t ＞ 0 为碳关税税率，采用从价税形式，国家 2 企业出口
到国家 1 时，需在到岸价格基础上进一步缴纳比例为珋t 的碳关税。为简化标记，定义 tij = 1 +珋t ij，其
中 i表示产品生产国，j表示产品销售国。若 i = j，则 tij = 1，即国内销售不征收碳关税;若 i = 1，j =
2，令 tij = 1，国家 2 对国家 1 的进口产品不征收碳关税;若 i = 2，j = 1，令 tij = t≡1 +珋t ＞ 1，国家 1 对国
家 2 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国家 1 的碳关税收入以转移支付方式平均分配给本国消费者。定义
p21为国家 1 消费者在进口国家 2 产品时的支付价格。标记 r21(φ)为国家 2 的企业出口收益，π21
(φ)为国家 2 的企业出口净利润，则 π21(φ)= r21(φ)/σ － w2 fx，出口收益 r21(φ) = t
－ σ(τ /ρ)1 － σ
φσ － 1X1Pσ
－ 1
1 ，最优定价为 p21 = tτ /(ρφ)。给定 fx，存在出口临界生产率 φ
*
21使得 π21(φ
*
21)= 0，且国
家 1 碳关税政策通过对 φ*21的影响可表示为 φ^
*
21 = t^ /ρ － X^1 /(σ － 1)－ P^1。
存在碳关税时，国家 1 总支出由 X1 =M1珋r11 + tM21珋r21表示，且 X1 为工资收入 w1L1 和碳关税收入
T1 之和。定义 μ1 =(w1L1 + T1)/w1L1 为国家 1 总收入与工资收入的比值，无碳关税时 μ1 = 1，而碳
关税则使得 μ1 ＞ 1 成立且 μ1 = 1 /(1 － λ21珋t / t)成立，其中 λ21为国家 1 支出中用于进口产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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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贸易竞争力的分析主要从行业进出口额、产出和就业水平、贸易显性比较优势等方面
考察(Carbone ＆ Ｒivers，2014)。通过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竞争力的变动可以由出口临界生产率、出口企业数目和收益的行业占
比、出口企业平均生产率和平均收益等方面的调整所反映。
λ21越高，碳关税税基相对于 w1L1 更大，μ1 相应上升。由于珋t / t随碳关税税率珋t 的上升而增加，因此
珋t 越高时，μ1 越大。均衡时企业进入的预期净利润为零，因此国家 1 工资收入 w1L1 与企业总收益
Ｒ1 相等:w1L1 = Ｒ1 =∑
2
j = 1M1j珋r1j。
由于碳关税采用从价税形式，r21(φ
*
21)= σfx 仍然成立，t的变动不影响国家 2 临界生产率企业
的出口收益 r21(φ
*
21)。同时，长期均衡时的进入企业数 M
e
i 也不受 t的影响。根据贸易平衡条件、临
界生产率表达式和零利润条件，^w1 可表示为 w^1 = φ^
*
21(σ － 1)θ /(α2ν) ，其中 φ^
*
21后的系数项符号为
正，说明国家 1 的均衡工资率变动与出口临界生产率 φ*21变动的方向相同。通过进一步求解，^t 对
φ^*21的影响为 φ^
*
21 = t^(νσ
2 /( (σ － 1)ξ) )＞ 0，单边碳关税提高了国家 2 的出口临界生产率 φ*21，而国
家 1 的相对工资也会上升(^w1 ＞ 0)。对应于零利润条件，国家 2 的国内临界生产率下降(^φ
*
22 =
－ φ^*21 /珔α2 ＜ 0)、生产企业数增加(^M2 = － θφ^
*
22 ＞ 0)。国家 1 的出口临界生产率变动则满足 φ^
*
12 =
σw^1 /(σ － 1)+ φ^
*
22，替换 w^1 和 φ^
*
22的表达式后，^φ
*
12 = t^(σ
2(α2ν + σ － 1)/( (σ － 1)α2ξ) )＞ 0 成立，
因此单边碳关税提高了国家 1 的出口临界生产率，降低了国内临界生产率(^φ*11 = － φ^
*
12 /珔α1 ＜ 0) ，增
加了该国生产企业数(^M1 = － θφ^
*
11 ＞ 0 )。
接着分析贸易开放度的变动。由于 t^ ＞ 0 时，^φ*11 ＜ 0、^φ
*
22 ＜ 0 成立，αi 的变动满足 α^1 ＞ 0、^α2 ＞ 0。
换言之，国家 1 单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降低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份额和外国企业出口到
本国市场的份额(^α12 ＜ 0，^α21 ＜ 0)。此外，虽然碳关税未改变国家 2 企业出口时的离岸定价，但是
其提高了国家 1 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支付价格。存在企业异质性时，国家 2 进口产品的种类数和
平均价格也会因为 t的上升而变动，而 λ i 的变动则最终满足 λ^1 ＞ 0、^λ2 ＞ 0。从消费侧来看，国家 1
单边提高碳关税税率 t时，两国市场开放程度均降低，消费者用于国外产品的支出比例均下降。
消费福利 Ui 为人均支出 Xi /Li 与价格指数 Pi 的比值。因此，t变动对 U1 的影响渠道有二:一
是 μ^1 即人均收入相对本国工资率的变动，二是 P1 的变动。具体地，^μ1 = － λ^1 － θφ^
*
11成立。等号右
侧第一项符号为负，表示若国家 1 单边征收碳关税，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相对需求下降，本国碳关
税税基的减少降低了碳关税相对于工资收入的比值。由于 θ ＞ 0、^φ*11 ＜ 0，等号右侧第二项符号为
正。μ^1 的符号最终取决于初始碳关税税率的值:若 t从 t = 1 开始增加，则 μ^1 ＞ 0，随着 t的进一步上
升，外国产品进口下降，碳关税税基降低。当 t足够高时，碳关税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逐渐降低，
最终导致 μ1 下降。进一步求解 U1 的变动，我们得到 U^1 = － λ^1 /θ + μ^1ν /(θ(σ － 1) ) ，其中 λ1 随 t
上升而单调增加，因此等号右侧第一项符号始终为负，代表碳关税形成的贸易保护对消费者福利的
不利影响。等号右侧第二项 μ^1 的变动方向则不确定，取决于 t 的初始值大小。从 U1 变动的结果
来看，若 t从 t = 1 处开始上升，则最初阶段 U^1 ＞ 0，关税收入对 U1 的提升效应超过贸易开放度下降
对 U1 的负面效应。随着 t 的进一步上升，λ1 和 μ1 的下降同时降低了 U1。因此，与最优关税文献
的结论一致，国家 1 的最优关税税率大于零。与国家 1 不同，^U2 = － P^2 = － λ^2 /θ ＜ 0 成立。随着消
费者对本国产品支出占比的上升，国家 2 贸易开放度降低，消费福利减少。
接下来分析两国碳排放的变动。存在企业异质性时，排放企业数及企业平均排放量均与国内
临界生产率 φ*ii 相关。不对称减排的政策效应不同，单边碳关税未影响出口临界生产率企业的产量
xij(φ
*
ij ) ，此时 t 调整对两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全部通过国内临界生产率 φ
*
ii 的变动体现，最终 E^1 =
φ^*11(1 － ε － θ) (γ1 － α1)/(1 － α1)＞ 0、^E2 = φ^
*
22(1 － ε － θ) (γ2 － α2)/(1 － α2)＞ 0 成立，因此两国碳
排放量均增加，这一结论与单边碳关税所产生的行业内资源重置效应相关。
命题 2:国家 1(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政策对本国及国家 2(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如下:
(a) (工资及贸易竞争力)国家 1相对工资上升，两国贸易竞争力均下降，出口临界生产率均上升。
(b) (贸易开放程度)两国产出中用于国内市场销售的比例均上升，两国消费中用于国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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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比例均上升。
(c) (产品消费福利)国家 2 的产品消费福利下降。国家 1 的产品消费福利随国内产品支出比
例上升而降低，随关税收入占比的增加而上升。碳关税税率上升时，国家 1 关税收入占比先升后
降。国家 1 产品消费福利先增后减，存在最优关税税率。
(d) (碳排放及碳泄漏)两国碳排放企业数均上升，碳排放总量均上升。相比较不对称减排情
形而言，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进一步弱化了减排政策效果，同时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由此
导致碳泄漏率上升。
命题 2 给我们的启示有:首先，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征收补偿性关税的做法并不
能有效保护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力。相反，随着发达国家名义工资的上升，出口利润相对于出口成
本下降，这既提高了该国的出口临界生产率，使得出口企业的数目和收益占比均下降，又通过出口
及非出口企业间的资源重置，降低了行业生产率。其次，作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限制措施，碳
关税对两国生产及消费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碳关税同时降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贸易竞争力，使得两国出口临界生产率均上升，出口企业的数目和收益占比均下降。另一方面，两
国消费中用于进口产品的支出比例均降低，对外开放程度均下降。因此，无论是从生产侧还是从消
费侧来看，碳关税均形成了贸易保护，不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由此损害了两国的消费者福利。
再次，碳排放的变动结果表明:碳关税政策不仅不能解决碳泄漏问题，而且还会导致两国碳排放的
增加，使得碳泄漏率进一步上升，不利于全球碳减排的实现。
为了进一步说明碳关税的政策效应，考虑如下数值分析:假设国家 1 为发达经济体，包括经合
组织 OECD成员国，国家 2 为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OECD国家总人口大约为中国总人口的 90%
(OECD Fact Book，2013) ，因此设定 L2 = 1、L1 = 0. 9。其他参数分别做如下设定:参照 Bernard et al．
(2007) ，令 Pareto分布参数 θ = 3. 4、替代弹性参数 σ = 3. 8;将国内生产固定投入 fd 设定为 1，行业
进入沉没投入 fe 设定为 0. 5，同时假设出口固定投入更高为 fx = 1. 5，可变贸易成本参照 Anderson ＆
Wincoop(2004)设定为 τ = 1. 7。其次，参照 Kreickemeier ＆ Ｒichter(2014)和 Stokey(1998) ，令碳排
放参数 ε = 2，污染效用参数 β = 0. 01，φ = 1. 5， = 0。最后，国家间生产率分布的差异由 b1 = 1. 2、
b2 = 1 表示。①
表 1 给出了数值计算的结果。参照 Balistreri ＆ Ｒutherford(2012)的做法，基准设定中，两国均
未实施减排政策(κ1 /κ2 = 1)。设定 1 中，国家 1 增强碳减排责任，设定 10%的碳税税率(κ1 /κ2 =
1. 1)。我们进一步考虑了三种情形:t = 1 所在行表示国家 1 单边提高碳税、不征收碳关税，t = 1. 5
所在行表示国家 1 单边提高碳税的同时，对国家 2 的进口产品征收 50%的碳关税，t* 所在行表示
国家 1 通过选择最优碳关税率 t* 最大化本国的净福利。
均衡时两国的出口临界生产率和碳排放量由表 1 第(2)—(5)列所示，数值结果均与命题 1 和
命题 2 的结论判断吻合。不对称减排和碳关税所导致的碳泄漏率和全球碳排放变动率由第(6)—
(7)列表示，②本文发现:第一，不对称减排确实引起了碳泄漏。第二，碳关税政策不仅没有降低碳
泄漏率，相反还大幅提高了碳泄漏率。设定 1 中，如果国家 1 对国家 2 的产品设定 30%的最优关税
税率，那么碳泄漏率由未征收关税时的 4. 87%大幅上升至 99. 37%。一方面，碳关税的引入增加了
国家 1 的碳排放量，弱化了其减排政策的效果，使得国家 1 碳排放接近于基准设定时的值。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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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述参数设定下，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高于国内临界生产率，且国家 1 临界生产率高于国家 2。
碳泄漏率的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在基准设定下，分别求得两国的均衡碳排放量。其次，在不对称减排政策或碳关税政策
情形下，相应求得两国新的均衡碳排放量。碳泄漏率表示为国家 2 碳排放相比较基准设定的增加量与国家 1 碳排放相比较基准
设定的减少量的比值。碳泄漏率为负时，两国碳排放均少于基准情形下的排放规模。全球碳排放变动率则表示由于气候政策调
整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总量相对于基准设定的变动率。下文中，表 3 和表 4 的计算方法相同。
面，碳关税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国家 2 的碳排放，二者均导致碳泄漏率大幅上升。第三，碳关税政策
使得国家 1 先行减排对全球碳排放的降低效应大打折扣。设定 1 中，若国家 1 不征收碳关税，则全
球碳排放相对于基准设定的总量下降约 3. 84%，而国家 1 设定 50%的碳关税税率时，全球碳排放
相比基准设定情形增加约 1. 58%。即使国家 1 设定 30%的最优碳关税税率，全球碳排放相比基准
情形的下降率也只有 0. 01%。由此可见，碳关税政策的引入并不利于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相反
会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抵消发达国家减排措施的效果，使得全球减排问题雪上加霜。
表 1 不对称减排及单边碳关税影响出口临界生产率及碳排放的数值结果
(1) (2) (3) (4) (5) (6) (7)
φ*12 φ
*
21 E1 E2 碳泄漏率 全球碳排放变动率
基准设定:κ1 /κ2 = 1，t = 1
4. 7623 3. 9315 0. 0483 0. 0642
设定 1:κ1 /κ2 = 1. 1
t = 1 4. 7085 3. 9765 0. 0438 0. 0644 4. 87% － 3. 84%
t = 1. 5 6. 2543 4. 9434 0. 0466 0. 0677 201. 94% 1. 58%
t* = 1. 3 5. 6467 4. 5690 0. 0458 0. 0667 99. 37% － 0. 01%
此外，基于本文构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借鉴和拓展 Antweiler et al．
(2001)的框架，分析碳关税政策影响各国碳排放变动的作用机制及渠道:第一，由于存在异质性企业
的生产活动和进入退出行为，碳关税对各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与行业内的资源重置效应相关。第二，通
过区分出口企业和国内销售企业，我们可以结合这两种企业产出及排放占比的变动，分析碳关税政
策引致的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① 第三，生产及碳排放企业数目的内生调整会对碳排放量产
生规模效应。第四，行业平均生产率和平均碳排放强度的变动也会通过技术效应影响碳排放。
表 2 中的正负号表示不同作用渠道所导致的各国碳排放量的变动方向。通过分析碳关税对各
国碳排放变动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同时提高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而结构效应同时降低了南北国家的碳排放，这是因为碳关税在降低发展中国家
出口收益、减少该国出口企业产出份额的同时，也会导致发达国家产品出口价格的上升，不利于本
国的产品出口。因此，作为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工具，碳关税同时保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
生产效率更低、单位产出碳排放强度更高的劣势企业。虽然产出规模更大的出口企业出现了碳排
放量的下降，但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对各国碳排放的提升作用占主导，最终使得
各国碳排放变动的净效应为正。
表 2 碳关税影响各国碳排放变动的作用机制
国家类别 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资源重置效应 净效应
发达国家 (+) (+) (－) (+) (+)
发展中国家 (+) (+) (－) (+) (+)
五、进一步讨论
(一)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改善的影响
本小节进一步探讨如果国家 2(发展中国家)获得减排技术改善的贸易、气候及福利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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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只考虑了单产业生产及排放的情形，未基于多产业框架刻画碳排放变动所对应的结构效应。因此，本文所反映的结
构效应只与异质性企业的自我选择出口机制相关。
此，假设国家 2 生产率分布下确界 b2 外生提高，进而分析 b^2 ＞ 0 所产生的效应。我们研究发现，国
家 2 减排技术的改善既降低了本国碳排放，又强化了国家 1 减排政策的效果，碳泄漏率由此降低，
同时两国的产品消费福利均上升。并且，当国家 2 减排技术的改善程度足够高时，两国的碳排放量
均会低于不对称减排情形下的排放规模，此时碳泄漏不会发生。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碳关税政策效
应不同，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的改善不仅有助于减弱甚至消除南北国家不对称减排所引起的碳泄
漏问题，还能够同时提升各国的福利水平。从贸易竞争力和开放程度来看，发达国家也能得益于发
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体现为国家 1 出口企业临界生产率的下降、本国产出中出口销售占比和本国
消费中进口消费占比的上升。与之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并不必然意味着自身开放程
度的上升和贸易竞争力的增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本国生产企业的预期
利润，但由此也会提高劳动力需求，抬高本国工资相对水平，最终使得国内生产和出口的临界生产
率均上升。而且，消费支出更多地用于本国产品，本国生产则更多提供给国内场市场。因此，在南
北国家减排政策的“不对称”情形下，发达国家更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碳技术转移或者资金
援助，而不是以本国贸易竞争力损失和碳泄漏为由，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惩罚性的贸易限制措施。
参照表 1 做法，表 3 给出了数值结果。首先考虑基准情形(两国均不进行碳减排、不征收碳关
税) ，其次假设国家 1 提高碳减排责任，计算得到相应的碳排放及碳泄漏率，接着在不对称减排的
基础上，分析国家 2 减排技术改善所导致的临界生产率和碳排放变动。设定 1 中国家 1 的碳税税
率为 10%(κ1 /κ2 = 1. 1)。若国家 2 生产率分布下确界 b2 上升，则两国碳排放均下降，碳泄漏率也
降低，这与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当 b2 进一步上升至 1. 004 时，国家 2 的碳排放降至基准设
定的排放规模以下，此时国家 2 技术进步对本国碳排放的降低效应足以抵消国家 1 不对称减排导
致的碳排放转移效应，最终避免了碳泄漏。因此，相比碳关税而言，减排技术的进步更能有效解决
碳泄漏问题，同时降低各国排放。
(二)多国情形的政策效应模拟
在本小节，本文将前文的分析拓展至多国框架，并结合参数校准和政策反事实模拟的方法，评
估碳关税及相关气候政策对碳泄漏和全球碳排放的影响。假设世界经济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构成，前者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 OECD其他发达国家，后者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国家间存在有效劳动力规模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有效劳动力数据基于 Penn World
Tables 8. 0 中 2010 年各国有效劳动力占全世界的比值得到，技术水平基于参数校准得到，国家间碳
排放技术参数由生产率下确界 bi 和碳排放强度相对于生产率的变动弹性 εi 所表示。基准情形下，
所有国家均不减排，我们求解均衡工资率、临界生产率等内生变量，并结合 2010 年各国二氧化碳排
放全球占比的实际数据，令 fd = 1，fe = 1，fx = 1. 5，τ = 1. 7 对 bi 和 εi 进行参数校准。
表 3 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改善影响出口临界生产率及碳排放的数值结果
φ*12 φ
*
21 E1 E2 碳泄漏率 全球碳排放变动率
基准设定:κ1 /κ2 = 1
4. 7623 3. 9315 0. 0483 0. 0642
设定 1:κ1 /κ2 = 1. 1
b1 = 1 4. 7085 3. 9765 0. 0438 0. 0644 4. 87% － 3. 84%
b2 = 1. 002 4. 7074 3. 9854 0. 0437 0. 0643 2. 14% － 3. 95%
b2 = 1. 004 4. 7063 3. 9943 0. 0437 0. 0642 － 0. 58% － 4. 07%
在此基础上，考虑五种可能的政策情形:情形 1(不对称减排) :假设美国、欧盟、日本和 OECD
其他发达国家针对本国生产和碳排放征收 10%的碳税，其他国家不实施碳减排;情形 2(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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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 :在情形 1 基础上，假设发达国家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
10%的碳关税;情形 3(发达国家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 :在情形 1 基础上，
假设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情形 4(《巴黎协
定》框架下，各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自愿减排，且发达国家承担主要减排责任) :假设
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碳税税率为 10%，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碳税税率为 5%;情
形 5(在《巴黎协定》自愿减排和不对称减排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得到改善) :假设发达国
家技术援助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分布的下确界提高 10%，同时各国碳税税率与情形 4 一致。
图 1 列出了不同政策情形下各国碳排放相对于基准情形时的变动率。以美国和中国的变动率
为例进行说明。情形 1 发达国家不对称碳减排时，美国碳排放相比基准情形下降 9. 093%，中国碳
排放相比基准情形上升 0. 1%。情形 2 和情形 3 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时，美国碳排放相比基准情
形下降 9. 084%—9. 09%，中国碳排放相比基准情形上升 0. 515%—0. 586%。与情形 1 相比，碳关
税削弱了美国减排的效果，并且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碳排放。与前文模型分析结论相同，碳关税并
不能有效实现全球碳减排，相反，还削弱了发达国家先行减排的政策效果。
图 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变动的数值模拟
表 4 进一步定量评估了不同政策情形对碳泄漏率和全球碳排放总量变动率的影响。相比情形
1 而言，情形 2 和情形 3 中的碳泄漏率大幅上升，原因是碳关税既不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
放，又会削弱发达国家减排政策的效果。从全球碳排放变动来看，情形 2 和情形 3 中的碳排放降低
率相比不对称减排情形而言下降了 3. 1—29. 6 个百分点，由此表明碳关税对全球减排的负面影响。
情形 4 和情形 5 中，各国自愿减排和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的改善均使得碳泄漏率变为负值，南北国
家的碳排放同时出现下降，而相比情形 1—情形 3 而言，全球碳排放总量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总
体来看，和各国碳排放变动率的结果类似，碳关税政策对全球碳减排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
碳关税有助于降低碳泄漏率的观点也未成立。
表 4 碳泄漏率及全球碳排放变动的政策模拟结果
情形 1 情形 2 情形 3 情形 4 情形 5
碳泄漏率 6. 68% 9. 43% 33. 82% － 106. 68% － 199. 99%
全球碳排放量变动率 － 2. 74% － 2. 66% － 1. 93% － 6. 07% － 8. 83%
六、结 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
1. 碳泄漏和碳排放效应。不对称减排减少了发达国家的生产企业数和碳排放量，增加了发展
中国家的生产企业数和碳排放量，由此形成碳泄漏。发达国家单边征收碳关税不仅不能解决碳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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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问题，而且会导致各国碳排放量的上升，进而提高碳泄漏率，不利于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与之
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改善既有助于解决碳泄漏问题，又同时降低了各国的碳排放。
2. 贸易竞争力效应。在考虑到相对工资率的调整后，不对称减排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出口临界
生产率，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临界生产率。随着出口临界生产率的下降，发达国家出口企业在
行业中的数目及收益占比均得到提高，其贸易竞争力上升。因此，当考虑企业异质性时，发达国家
履行《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主要减排责任承诺并不必然降低本国的出口竞争力。相反，征收
碳关税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临界生产率均上升，贸易竞争力均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进步则有助于降低发达国家的出口临界生产率，提高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力。
3. 贸易开放度效应。不对称减排提高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开放程度，表现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出的出口比例和消费的进口比例均出现上升(下降)。
碳关税同时降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各国产出的出口比例和消费的进口比
例均下降。与之不同的是，存在相对工资和出口临界生产率调整时，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的改善将
有助于提高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度。
4. 福利效应。在不对称减排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如果对发展中国家单边征收碳关税，这会进
一步降低各国的消费福利，增加各国的碳排放量，此时碳关税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而与这
一政策效果完全不同的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进步，则有助于提高各国消费福利的同时，降
低各国碳排放，最终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获益。
以上结论提示我们，不对称减排导致发达国家竞争力损失这一观点不仅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
证据，在理论上也没有合理的逻辑。同时，发达国家以碳泄漏和竞争力为依据，针对发展中国家进
口品征收碳关税的做法更是缺乏合理性的。本文研究表明，碳关税不仅不能解决碳泄漏和竞争力
问题，而且其效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其不仅会导致南北国家碳排放量的同时上升，进一步提
高碳泄漏率，而且会在降低各国贸易竞争力的同时，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显然，征收碳关税更
多的是发达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考虑，这种做法不具有有效性和公平性，其合法性也备受质疑
(Nielsen，2010;Weber，2015)。因此，相比较碳关税等贸易惩罚性措施而言，发达国家更应该切实
履行《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承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发展
中国家改善减排技术，从而实现提升减排政策效果和增进各国福利的双赢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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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arbon Tariff Prevent Carbon Leakage and
Competitiveness Losses?
———Analyses Based on the Trade Models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Yang Xi and Peng Shuijun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
Summary:Using the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trade theory framework provided by Melitz (2003)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asymmetric carbon abatement leads to carbon emission leakage and los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ompetitiveness．
We introduce carbon tariffs impo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xamine
the resulting impacts on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Our paper captures two facts． First，the emission intensity of a firm
decreases with its productivity (Cui et al．，2015;Cao et al．，2016;Holladay，2016)． Second，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country's exports increases when the profit of exporting increases relative to the fixed cost of exporting (Melitz and Ｒedding，
2014)． In addition，we demonstrat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arbon emission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hange
due to asymmetric carbon abatement． We also examine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arbon tariffs and other climate policies
affect countries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s，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elfare． In contrast to current studies that lack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role of changes in factor prices and terms of trade，we focus on the effect
of resource reallocation in heterogeneous fir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irst，we set up a baseline two-country，one-sector，one-factor， theoretical trade model that allows for firm
heterogeneity and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 rates between a developed country and a developing country． Neither country
controls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tted，despite the asymmetry in population sizes and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Second，we
set the pollution tax in the developed country to b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We examine how cutoff
productivities for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exporting change in each country． We als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symmetric
carbon abatement on relative wages，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ing (as reflected by the number and output shares of exporters
in an industry within each country) ，trade openness (as reflected by the share of expenditure on foreign goods and the share
of firm revenue in the export market)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leakage． In addition，we introduce the carbon tariff policy
and show how it affects both countries． We also separate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carbon tariffs into resource
reallocation，structure，scale and productivity effects． We proceed with two additional discussions． First，we examine how
improvement in pollution technologies with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can affect the carbon emissions，trade open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ers in both countries． Second，we extend our analysis to a multi-country setup，where we combine
theoretical models with calibrations of model parameters and counterfactual analyses of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We arrive at four findings． (1)Asymmetric carbon abatement incurs carbon leakage． However，the competitivenes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creases，as represented by decreases in the cutoff productivity for exporting and increases in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ing firms． (2)Carbon tariffs harm all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he loss of competitiveness in each
country，carbon tariffs increase carbon leakage and worldwide carbon emissions． (3)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duces carbon leakage and worldwide carbon emissions． It also leads to decreases (increases)in the
cutoff productivity for exporting in developed (developing)countries，indicating improvement 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4)Carbon tariffs decrease welfare worldwide，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as the opposite result．
Therefore policies that promote upgrades to emission technolog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beneficial to all countries
because they improve consumption welfare 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Key Words:Heterogeneous Firms;Carbon Tariff;Carbon Leakage;Competitiveness
JEL Classification:F12，F18，Q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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